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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聚集对地区税

收竞争的影响。 典型化事实表明产业聚集与地区税收负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 空间

计量结果及其稳健性检验显示，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负担、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结构

的条件下，产业聚集正向影响地区税收负担，即产业聚集程度高的地区可以增加其税收负担，从而

在税收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提高产业聚集水平是提高区域税收进而改善公

共福利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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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早期的税收竞争研究主要是基于 Ｔｉｅｂｏｕｔ 和

Ｏａｔｅｓ 的思想，前者认为居民的“用脚投票”会使政

府以最低的税率提供最好的公共产品，但过度的税

收竞争将导致当地服务的产出低于最优水平；后者

认为政府间税收竞争行为会损害经济效率［１－２］。 这

些观点经由 Ｚｏｄｒｏｗ 等的发展演变为“标准税收竞争

模型”，其核心观点是“边际税率的变化会相应的引

起边际要素的转移” ［３－４］。 随后许多研究税收竞争

理论的经济学家，通过逐步放松“标准税收竞争模

型”的严苛假设，对“标准税收竞争模型”进行了拓

展和深化，并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如参与税收竞争

的区域主体可能由于资源禀赋等方面不同而影响税

收竞争结果［５－６］；还有当存在不完全竞争和交易成

本时，大国可以征收更高的税率［７］。
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为税收竞争研究提

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 学者们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为基础，逐步把产业聚集因素纳入税收竞争分析框

架中［８］。 他们否定了“标准税收竞争模型”的一些

严苛的假设，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聚集租金的存

在使得流动要素在一定范围内不会对税率的边际变

化做出反应，即产业聚集区设定较高的税率也不会

导致流动要素的转移。 Ｌｕｄｅｍａ 等分析了税收竞争

对制造业活动区位的影响，研究表明聚集区可以在

不失去其流动要素的前提下适当提高税率［９］。 Ｋｉｎｄ
等研究发现产业聚集国可以选择高于另一国的税

率，并通过对聚集租征税从而提高本国的公共福利

水平［１０］。 Ｂａｌｄｗｉｎ 等研究发现，由于聚集经济可以

带来聚集租，因此聚集区可以征收较高税率的税收，
而不必担心资本流失［１１］。 Ｈａｎｓｓｏｎ 等通过考察

ＯＥＣＤ 国家中产业聚集对税收竞争的影响，研究发

现聚集程度会对公司的税率产生正向影响，不过产

业聚集的度量方式对这一结果有重要影响［１２］。
Ｂｏｒｃｋ 等放宽了产业完全聚集一国的假设，证明了

在部分聚集的情况下，仍会存在一个“钟形”税差的

均衡［１３］。 部分研究还表明，即使资本具有高度的流

动性，政府仍可以对聚集经济形成的聚集租征税，而
不必担心企业迁移到其他地区［１４－１５］。 孙敏运用数

理模型推导出：在税收竞争的前提下，存在产业集群

的地区可以设置较高的税率而同时维持其聚集经济

的地位；而没有产业集群的地区必须以较大的税收

·５６·



减免为代价才能吸引产业聚集［１６］。 这一结论得到

了相关研究者的支持［１７］。
上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即产业聚集地区可以对聚集效应所带来的聚集租进

行征税而不必担心流动要素的迁移，但相关实证研

究结果却出现了分歧。 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的东部地

区存在产业聚集效应并赢得了税收竞争，可以维持

较高的税率而不必担心资本的流失［１８－２０］。 王永培

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

的避税效应，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不仅能为地方政府

带来可征税的集聚租，还能为企业提供减轻税负的

避税港［２１］。 有些学者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 钱

学锋等检验了聚集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

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并没有对聚集经济创造的聚

集租征税，向下的税收竞争仍然是地方政府采用的

税收竞争策略，由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并没

有通过聚集经济创造的聚集租来实现自发的税收协

调机制［２２］。
虽然上述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围绕产业

聚集与税收竞争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

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目前我国各地区税收负

担存在一定的差异，产业聚集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

用？ 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

产业聚集是否影响地区税收负担，以及这种影响是

否存在地区差异。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以中国经济现实状况为背景，从发展中国

家的角度研究产业聚集对地区税收负担的影响；二
是综合运用普通动态面板数据、静态空间面板模型

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产业聚集对税收负担的影

响，并探究其内在原因。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

部分是典型化事实，对中国四大区域①的税收负担

水平和产业聚集状况做初步的描述统计；第三部分

建立计量模型，并对变量的理论基础及指标选取做

简要说明；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及其分析，主要阐述

回归方法的选择，报告回归结果，并探究其中的内在

机理；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典型化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地区

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税收总量和税收负担也存

在较明显的差异［２３］。 我们以地区税收收入与 ＧＤＰ
之比衡量各地区的税收负担，据此计算了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３ 年各地区的税收负担，因篇幅所限，未列出所

有数据，仅以 ２０１３ 年数据绘制各地区税收负担空间

分布图（图 １）。 本文根据 Ｊｅｎｋｓ 最佳自然断裂法对

地区税收负担进行了标准划分，使得标准划分之后

类内差异最小、类间差异最大，从而较好地反映了地

区税后负担的空间差异。

图 １　 ２０１３ 年各地区税收负担空间分布图

由图 １ 可以看出，２０１３ 年我国各地区的税收负

担存在较大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税收负担高于

１３％的有 ３ 个省（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海南，全
部位于东部地区，其税收负担依次为 １８􀆰 ０％、１７􀆰 ６％
和 １３􀆰 １％。 税收负担低于 ７％的共有 ９ 个地区，除
河北、吉林和黑龙江外，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尤其

是河 南 与 湖 南， 其 税 收 负 担 不 足 ６％， 分 别 为

５􀆰 ４９％、５􀆰 ３０％。 为了进一步反映税收负担在区域

间的差距及其变化趋势，我们绘制了四大区域税收

负担②变化图（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图 ２）。

图 ２　 四大区域税收负担变化图（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由图 ２ 可以看出，从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四大区域

的税收负担差距明显，东部地区处于最高水平，东北

和西部地区的税收负担相对较低，中部地区的税收

负担最低。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东部地区的税收负担为

·６６·

①

②

我们把全国各省（市）分为四大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
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１０ 个省（市）；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３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 ６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 １２ 个

省域。
四大区域税收负担由区域内各省市税收收入总和与区域 ＧＤＰ

总和计算得出。



９􀆰 ５４％，东北地区为 ７􀆰 ８８％，西部地区为 ８􀆰 ２１％，中
部地区为 ６􀆰 ６８％。 从变化趋势来看，四大区域的税

收负担都在不断增长；虽然 ２００５ 年以后西部地区的

税收负担增长幅度较大，但在短期内与东部地区仍

有较大的差距。
与四大区域的税收负担存在差异相对应，地区

间的产业聚集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２４］。 为了精确

反映这种差异，我们借鉴 Ｃｉｃｃｏｎｅ 等［２５］ 和范剑勇［２６］

的做法，以制造业就业密度（人 ／ ｋｍ２）来衡量制造业

聚集指数，制造业就业密度越大，表明制造业在该地

区的聚集程度越高。
我们据此计算了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各地区制造业聚

集指数，因篇幅所限，未列出所有数据，仅以 ２０１３ 年

数据绘制各地区制造业聚集空间分布图（图 ３）。 本

文同样依据 Ｊｅｎｋｓ 最佳自然断裂法对地区制造业聚

集程度进行了标准划分，通过观察这些数据和图 ３ 可

以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聚集已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

异。 东部沿海各省份的聚集程度最高［２７］。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制造业就业密度高于 １００ 人 ／ ｋｍ２ 的有 ４ 个

省（市），分别是上海、天津、江苏和浙江，其制造业就

业密度依次为 ５４４、１４８、１５３、１１９ 人 ／ ｋｍ２；制造业就业

密度介于 ５０ ～ １００ 之间的有 ３ 个省（市），分别是北

京、广东和山东，其制造业就业密度依次为 ８７、８４、５３
人 ／ ｋｍ２；制造业就业密度介于 ２０ ～ ５０ 之间的有 ６ 个

省市，分别是福建、河南、辽宁、安徽、重庆和湖北，其
制造业就业密度依次为 ３３、２９、２２、２１、２０ 和 ２０ 人 ／
ｋｍ２。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 １３ 个省（市）中有 ８ 个位于

东部地区。 东北和中部地区各省的制造业就业密度

相对较低，吉林和黑龙江的制造业就业密度分别为 ８
和 ３ 人 ／ ｋｍ２；中部地区除河南外，各省的制造业就业

密度在 ７～１７ 人 ／ ｋｍ２ 之间波动。 西部地区则处于非

常低的水平，广西、四川和陕西的制造业就业密度在

６～８ 之间波动，其余省份的制造业就业密度均低于 ４
人 ／ ｋｍ２，尤其是内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等 ４ 个省份

的制造业就业密度均低于 １ 人 ／ ｋｍ２。
综上所述，从全国范围来看，产业聚集程度较高

的东部地区，其税收负担也较高，而产业聚集程度较

低的中西部地区，其税收负担也相对较低，即产业聚

集与地区税收负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为了更

加直观地反映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我们绘制了产

业聚集与税收负担①对数值的散点图（见图 ４（ａ）和
图 ４（ｂ））。

图 ４（ａ）的横轴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各省（市）制造

业聚集指数的自然对数值，纵轴为同一样本时间各

省（市）税收收入负担的自然对数值；图 ４（ｂ）的横

轴与图 ４（ａ）一致，纵轴为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各省（市）

图 ３　 ２０１３ 年各地区制造业聚集空间分布图

图 ４（ａ）　 产业聚集与税收收入负担散点图

图 ４（ｂ）　 产业聚集与财政收入负担散点图

财政收入负担的自然对数值。 从图 ４（ａ）和图 ４（ｂ）
可以看出，产业聚集与税收收入负担、财政收入负担

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三、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１．计量模型设定

由第二节的分析可知，产业聚集与地区税收负

担之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为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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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尽可能全面地测度税收负担，我们选取税收收入负担（税
收收入 ／ 地区 ＧＤＰ）和财政收入负担（财政收入 ／ 地区 ＧＤＰ）两个指标

衡量税收负担，其理论基础将在下文中予以说明。



的度量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建立计量模型进行

分析。 因此，本文把普通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ｂｕｒｄｅｎｉｔ ＝ α ＋ β１ ｌｎａｇｇｌｏｉｔ ＋ β２ ｌｎｅｃｏｉｔ ＋
β３ ｌｎｐａｙｍｉｔ ＋ β４ ｌｎｉｎｆｒａｉｔ ＋ β５ ｌｎｓｔｒｕｉ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ｂｕｒｄｅｎｉｔ 、 ａｇｇｌｏｉｔ 、 ｅｃｏｉｔ 、 ｐａｙｍｉｔ 、 ｉｎｆｒａｉｔ

和 ｓｔｒｕｉｔ 分别表示各个地区各年度的税收负担、制造

业聚集指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负担、基础设

施水平、产业结构，α、β 和 ε 分别表示常数项、变量

的系数和残差。 模型（１）是传统的普通面板数据模

型，然而，这些传统模型忽视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考虑

到产业聚集和税收负担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特征，以
及在地理空间上可能存在的空间外溢效应，为使研

究结论更具解释力，本文在模型（１）的基础上纳入

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设定如下动态空间计量

模型：
ｌｎｂｕｒｄｅｎｉｔ ＝ τｌｎｂｕｒｄｅｎｉ（ ｔ －１） ＋

ρ∑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ｌｎｂｕｒｄｅｎ ｊｔ ＋

β１ ｌｎａｇｇｌｏｉｔ ＋ β２ ｌｎｅｃｏｉｔ ＋ β３ ｌｎｐｒｙｍｉｔ ＋
β４ ｌｎｉｎｆｒａｉｔ ＋ β５ ｌｎｓｔｒｕｉｔ ＋ ηｉ ＋ υｔ ＋ εｉｔ

εｉｔ ＝ λ∑
Ｎ

ｊ ＝ １
Ｗｉｊε ｊｔ ＋ ｕｉｔ

（２）

其中， τ 为税收负担一阶滞后的回归系数，反映

了前期相关因素对本期的影响。 ρ 为空间滞后系数，
λ 为空间误差系数，反映了地区税收负担之间的空

间溢出效应。 Ｗｉｊ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反映了单元之

间的空间联系，本文以各省省会之间直线距离的倒

数作为权重。 ηｉ，ｖｔ，εｉｔ 分别为地区效应、时间效应和

随机扰动项，分别表示影响税收负担的不同维度随

机干扰。
２．变量选取与指标说明

由于 １９９９ 年以前部分变量的数据难以获得，因
此本文选取了 １９９９—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下面对各变量的理论

依据和指标选取做简要说明。
（１）税收负担（ ｂｕｒｄｅｎ）。 如前所述，税收收入

负担，即税收收入占地区 ＧＤＰ 的比重，是衡量税收

负担的常用做法，我们也以这一指标衡量税收负担。
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税收负担，除了选

取上述指标外，还选取财政收入负担，即财政收入占

地区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衡量地区的税收负担，因为财

政收入除了包括占绝大比例的税收收入外，还包括

一些行政性的收费等，这些费用也是企业必须承担

的。 因此，用上述两个指标更能全面地反映一个地

区的税收负担。
（２）制造业聚集指数（ａｇｇｌｏ）。 产业聚集于特定

区位后会形成聚集租，聚集效应创造的聚集租金使

得流动要素可以被征税。 如前所述，以制造业就业

密度衡量制造业聚集指数。 我们预期，产业聚集对

税收负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３）经济发展水平（ｅｃｏ）。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纳税能力通常较强，客观上造成

了地方政府征税的冲动。 同时当国民收入增长时，
一国的公共支出将不断增长，这将导致宏观税负的

上升。 本文用各地区人均 ＧＤＰ 与全国人均 ＧＤＰ 的

比值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我们预期，经济

发展水平正向影响税收负担。
（４）财政支出负担（ｐａｙｍ）。 一般而言，为提供

更多的公共品，政府会增加财政支出，这在很大程度

上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 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水

平越高，其财政压力也越大，征税的动机也就越强。
本文以地区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

负担。 我们预期，财政支出负担对税收负担有正的

影响。
（５）基础设施水平（ ｉｎｆｒａ）。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维护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政府的资金绝大

部分来源于税收。 因此，基础设施发达的地区，也可

能意味着政府需要征收更多的税，在地区经济总量

一定时会导致地区税收负担提高，用省市交通仓储

邮电就业人口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衡量基础设施水

平。 我们预期，基础设施水平对税收负担有正的

影响。
（６）产业结构（ｓｔｒｕ）。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

产业结构决定税源结构，从而决定税负水平。 农业

受土地、自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以及惠农政策等影

响从而税负较轻；以工业、建筑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

和以贸易、 服务、 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税收增

长弹性强，税基宽广，税源广泛，理论上可以课以更

重的税负。 因此，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各地区税收负

担及其差异的原因之一［２８］。 本文以第二、三产业增

加值之和与地区 ＧＤＰ 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 我们

预期，产业结构对税收负担有正的影响。

四、计量结果分析

１．普通动态面板模型

由于产业聚集与地区税收负担之间可能相互影

响，因此，模型有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此，本文

首先采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来进行回归估计，从而较

好的克服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表 １ 中普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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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模型（１）和（２）分别报告了以税收收入负担和财

政收入负担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模型被解

释变量一阶滞后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

检验，这充分说明了税收系统的连续性特征，即前期

的税收负担会通过经济发展作用于后期的税收负

担。 模型中的 ＡＲ（１）和 ＡＲ（２）检验均表明，估计方

程的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Ｓａｒｇａｎ 过度识别检

验表明回归中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有效的。
从普通动态模型（１）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

几点发现：第一，产业聚集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１％的

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聚集对税收负担有正的影响，
与我们预期一致。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

值，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一个地区经济水

平的提高会增加其税收负担，与我们的预期以及中

国的现实情况相符。 第三，财政支出负担和基础设

施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都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

检验，这表明两者在增加地区税收负担过程中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产业结构的系数为负值且通

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可能

的原因是，二三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为进一步调整

产业结构、鼓励第三产业发展而给予了较大的税收

优惠，从而随着第三产业的比例逐渐升高，税收负担

不升反降。 下面我们以财政收入负担作为被解释变

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可以发现产业聚集和控制变量

的正负号和显著性水平与以税收收入负担作为被解

释变量所得出的结论一致，只是在数值大小上有所

变化，这进一步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２．静态空间面板模型

地理上的临近，可能会导致各地区制定的税收

政策相互影响，从而产生空间相关性问题。 为了得

出更加稳健的结论，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空间相

关性的影响。 下面用静态空间模型解决空间相关性

的问题，表 １ 中静态空间模型（１）和（２）分别报告了

以税收收入负担和财政收入负担作为被解释变量的

估计结果。 空间计量模型选用 ＳＡＲ 模型还是 ＳＥＭ
模型，本文采用两个 ＬＭ 检验及其稳健性来实现。
从静态空间模型（１）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ＬＭ＿Ｌａｇ
检验比 ＬＭ＿Ｅｒｒｏｒ 检验更加显著，且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
通过显著性检验，而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ｏｒ 没有通过检

验，因此模型采用 ＳＡＲ 模型进行估计。 在 ＳＡＲ 的 ４
个模型中，经过比较 Ｒ２和 ＬｏｇＬ，我们以 ＳＡＲ 双固定

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为准，并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解

释。 具体而言，税收收入负担的空间滞后系数 ρ 为

０􀆰 ２５７ ４，且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相邻省

区间的税收负担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周围

地区税收负担的提升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本地

区的税收负担。 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负担、基础

设施水平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些

都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一致。 制造业聚集指数的系

数为正且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聚集

正向影响税收负担，这意味着产业聚集可以通过金

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能够为聚集区内企业带来

聚集经济等额外收益，创造了可征税的聚集租，地方

表 １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税收收入负担 财政收入负担

普通动态模型（１） 静态空间模型（１） 动态空间模型（１） 普通动态模型（２） 静态空间模型（２） 动态空间模型（２）

滞后项 ０􀆰 ４３２ ８∗∗∗ ０􀆰 ４５３ ６∗∗∗ ０􀆰 ４０２ ５∗∗∗ ０􀆰 ４３２ ７∗∗∗

ｌｎａｇｇｌｏ ０􀆰 ０７１ ６∗∗∗ ０􀆰 ２０３ ４∗∗∗ ０􀆰 ０９１ ４∗∗∗ ０􀆰 ０８２ ６∗∗∗ ０􀆰 １６７ ３∗∗∗ ０􀆰 １０３ ５∗∗∗

ｌｎｅｃｏ ０􀆰 １６３ ４∗∗∗ ０􀆰 １７５ ７∗∗∗ ０􀆰 ２７１ ８∗∗∗ ０􀆰 ０６７ ２∗∗∗ ０􀆰 １９２ ６∗∗∗ ０􀆰 ３７４ ２∗∗∗

ｌｎｐａｙｍ ０􀆰 ３５２ ７∗∗∗ ０􀆰 ６１７ ８∗∗∗ ０􀆰 ６４２ ３∗∗∗ ０􀆰 ４１３ ６∗∗∗ ０􀆰 ６８５ ３∗∗∗ ０􀆰 ６６４ ７∗∗∗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０􀆰 ０１０ ３∗∗∗ ０􀆰 ０４７ １∗∗∗ ０􀆰 ０４６ ３∗∗ ０􀆰 ０３９ ３∗∗∗ ０􀆰 ０９４ ７∗∗∗ ０􀆰 ０４１ ８∗∗

ｌｎｓｔｒｕ －０􀆰 ２５４ ６∗∗∗ －０􀆰 ５９３ ２∗∗∗ －０􀆰 １５３ ９∗∗∗ ０􀆰 ２１３ ９ －０􀆰 ０９５ ４∗∗∗ －０􀆰 ３６５ ３∗∗∗

ρ ０􀆰 ２５７ ４∗∗∗ ０􀆰 ４４７ ６∗∗∗ ０􀆰 ０７０ ６∗∗∗

Ａｄｊ􀆰 Ｒ２ ０􀆰 ９２５ ８ ０􀆰 ９２０ ４

ｌｏｇＬ ４３８􀆰 ５９２ ３ ４４１􀆰 ４８５ ３

ＡＲ（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３

ＡＲ（２） ０􀆰 ７３６ ０􀆰 ６２６ ０􀆰 ９５５ ０􀆰 ８４２

Ｓａｒｇａｎ Ｔｅｓｔ ０􀆰 ９９９ １􀆰 ０００ ０􀆰 ９９９ ０􀆰 ９９９

ＬＭ⁃Ｌａｇ ｔｅｓ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２２］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ｔｅｓｔ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７］

ＬＭ⁃Ｅｒｒｏｒ ｔｅｓｔ ［０􀆰 １２７］ ［０􀆰 １２６］ ［０􀆰 １１５］ ［０􀆰 １１３］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ｔｅｓｔ ［０􀆰 １３２］ ［０􀆰 １３９］ ［０􀆰 １２６］ ［０􀆰 １２６］

样本数 ４３４ ４６５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６５ ４３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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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对聚集租进行征税而不必担心生产要素的

空间流动，从而对税收负担产生正向影响，这也进一

步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分析结论。 下面我们以财政收

入负担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比较两个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数及其稳健性之后仍然选择 ＳＡＲ 模型

进行估计，各解释变量系数均通过了 １％水平下的

显著性检验，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也与以税收

收入负担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析一致，进一步验证

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３．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上一节的静态空间模型只考虑了空间溢出效

应，而没有考虑动态效应，有可能会带来估计和分析

的偏误。 本部分内容利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同时

纳入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与普

通动态模型一样，本部分内容同样采用系统 ＧＭＭ
方法进行估计，表 １ 中动态空间模型（１）和（２）分别

报告了以税收收入负担和财政收入负担作为被解释

变量的估计结果。 从动态空间模型（１）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ＬＭ＿Ｌａｇ 检验比 ＬＭ＿Ｅｒｒｏｒ 检验更加显著，
且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 通过显著性检验，而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
Ｅｒｒｏｒ 没有通过检验，因此模型采用 ＳＡＲ 模型进行

估计。 ＡＲ（１）、ＡＲ（２）检验表明，一次差分残差序列

不存在 ２ 阶自相关，这说明模型的设定合理；Ｓａｒｇａｎ
过度识别检验也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有效。 动态空

间模型（１）的回归结果当中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

的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 １％的显著性检验，这充分

说明了税收系统的连续性特征，空间溢出效应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地区税收负担之间存在着空间溢出效

应。 在综合考虑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之后，产
业聚集指数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
也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在以财政收入负

担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当中，通过比较两个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乘数及其稳健性之后模型采用 ＳＡＲ 进行

估计，在综合考虑动态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之后，各
变量系数与税收收入负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进一

步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通过上述的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不论采用普通

动态面板模型、静态空间面板模型和动态空间面板

模型，产业聚集正向影响地区税收负担。 为什么产

业聚集可以增加地区税收负担？ 原因在于以下两

点：一方面，产业聚集带来的聚集效应可以被看作是

一种租金，即聚集租金。 相对于非产业聚集区的企

业而言，产业聚集区内部的企业实际上获得了一种

额外的租金。 正是产业聚集创造的聚集租金使得流

动要素可以被征税而不必担心其外流，即政府可以

对“聚集租”征税，提高公共福利水平［２９］。 本研究

证明了这一观点。 另一方面，产业聚集加大了对公

共品的需求，聚集区内居民可能有着更高的生活环

境要求，这将导致用于基础设施、教育、环境治理等

各项支出大幅度上升，势必增加税收负担［３０］。 本部

分实证研究显示，产业聚集正向影响地区税收负担，
即当产业聚集水平较高时，一个地区可以增加其税

收负担，意味着该地区在税收竞争中可以保持较高

的税率而处于优势地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聚集对地区税收负担的影

响，得出以下结论：①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财政

支出负担、基础设施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的条件下，产
业聚集正向影响地区的税收收入负担和财政收入负

担，即一个地区的产业聚集水平上升时，地方政府可

以增加其税收负担，并在税收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②产业聚集影响地区税收负担的原因在于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产业聚集所带来的聚集效应能够形成

“聚集租金”，“聚集租金”的存在使得流动要素可以

被征税；二是产业聚集区对公共品有较大需求，而增

加公共品的供给需要税收收入（财政收入）的支持。
主要启示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引导产业

合理分布与聚集，尽可能实现区域税收良性竞争。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的产业聚集水平高，因而可以维

持高于其他地区的税负，在税收竞争中处于优势地

位。 较高的税负加之广泛的税源，使得东部地区有

充足的税收资金或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

其他公共服务的改善，这进一步增强了东部地区产

业聚集的吸引力。 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聚集水平不

高，在税收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但从另一方

面来说，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正好可以利用目前

的低税负，加之较低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丰富

的资源等优势来吸引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转移，发
展当地的产业集群以提高其产业聚集度，逐步改善

其在税收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当然，在产业聚集程

度提高使得税负提高的同时，中西部地区要将税收

收入或是财政收入更多的用于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

和其他公共福利，这样才能保持地区产业聚集的吸

引力，进一步引导、促进产业聚集，逐渐缩小与东部

地区的发展差距。 另一方面，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财政支出负担、基础设施水平等对地区税负也有

较大的影响，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分配财

政支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也有利于改善中

西部地区的税收竞争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也存在一些研究不足：影响

地区税收负担的因素很多，除了文中选取的解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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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外，地区产业流动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物
价水平差异、税收优惠政策差异等也会有影响地区

税收负担。 碍于指标量化的困难和数据的可得性，
这些因素并未引入到模型中。 不过从研究结果看，
本项研究还是比较客观地解释了所研究的问题，研
究结果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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